




人口与发展 2020 年 第 26 卷 第 5 期
POPULATION ＆ DEVELOPMENT Vol． 26 No． 5 2020

户籍制度改革会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吗?
———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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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务院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就业为核心，并参考社会保险参

加情况分类制定各大城市落户标准的背景下，2015 年辽宁省、吉林省等 17 个省份先后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各省份的落户条件。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4 － 2016 年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 双重差分法( DID) 对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流动

人口落户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 SEM) 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作用机制进

行了探讨。结果发现: 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有效提高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意愿，也能够显著促进农村

流动人口落户家乡的城市。从城市类型来看，与中小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相比，大城市农村流动人口的

落户意愿更易受到户籍制度改革的正向影响，并且，更偏好落户家乡的城市。社会融入度会通过落户意

愿进一步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家乡的城市。这种作用机制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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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ate Council’s clear proposal to fully liberalize settlements in
small cities，with legally stable residences and employment as the core，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the 17 provinces such as Liaoning Province and
Jilin Province have successively The“Opinions on Further Promoting the Ｒeform of the House-
hold Ｒegistration System”was issued，which further stipul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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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arious provinces． The article uses the 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 2014 － 2016 data，

uses the( PSM) and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DI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ouse-
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and the rural migrant population settlement decision，and further
us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o flow rural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for population
settlement is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willingness of rural migrants to settle in cities． Moreover，it can signifi-
cantly promote the cities where rural migrants settle in their home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types，compared with rural migrants in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cities，the rural migrants
in large cit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y prefer the cities that settle in their hometowns． Social integration will further promote
rural migrants to settle in their hometowns through the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This mecha-
nism of action is common in large cities and small and medium － sized cities． Therefore，China
should further increase the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especially to lower the
threshold of settlement in large cities，which will help to promote rural migrants to settle in cities
and improve the urbanization level of China’s registered population．
Key words: Household Ｒegistration System Ｒeform; Floating Population; DID; SEM; Settlement
Decision; Public Service

1 引言

中国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公民权利实现具有“属地性”特征，即获得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权利是以

地方户籍身份为凭证( 蔡禾、王进，2007) 。中央层面通过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引导农业转移人口有序流向中

小城市( 袁方成、康红军，2018) 。各省市在中央大力推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也相继出台了本省的户籍

制度改革方案。综合各省提出的到 2020 年本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目标来看，都显著高于国家设定水平。然

而，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非户籍人口多数偏好流向户籍控制更严的大城市。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还提出了到

2020 年要实现 1 亿城市非户籍人口落户城市的政策目标。鉴于此，对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流动人口

落户决策的关系，就非常有必要进行全面的研究。
那么，我们需要直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我国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否能够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

市? 朱江丽、李子联( 2016) 的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农村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有助于农村劳动

力流入城市。同时，户籍制度改革还可以打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降低收入不平等水平( Whalley，J． ，

Zhang，S． ，2007; Wang，X． B． ，Herzfeld，T． ，Glauben，T． ，2007) 。张伟进、胡春田、方振瑞( 2014 ) 基于 2000 －
2012 年季度数据，使用贝叶斯估计方法的研究显示，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户籍制度改革都能够提高城乡居

民消费和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生活差距，提高农民工落户城市的可能性。但是，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

( 2011) 对 2003 －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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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农村流动人口的落户决策是否一致? 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的呢?

对以上问题的回答，将有助于全面理解和认识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并为进一步优化各

省市户籍制度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此，本文将实证检验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和地点的因果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不同

类型城市，这种因果效应是否存在。最后，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本文的边际贡献

是: 第一，本文采用较新的全国微观调查面板数据，为检验政策的实施效果和完善政策实施方案提供经验证

据。第二，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 双重差分方法来精准地识别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因果效应，可以为相

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提供参考; 第三，本文探讨了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作用机制，为各省市优化户籍制度

改革提供更多的改革切入点。
2 背景和文献综述

2． 1 户籍制度的改革历程

1958 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登记条例》标志着我国农业和非农户口正式诞生。同时，

在二元户口的基础上形成了差别性的福利制度安排和土地产权制度。20 世纪 90 年代，城市户口的管理权

开始由中央转向地方，部分地区开始尝试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如: 1992 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实行

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小城镇、经济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1997 年，国务

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规定，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

及其直系亲属，符合一定条件可落户。但是，一个基本事实依旧不变: 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于人口迁移

需求，并且这种差距在个别城市( 地区) 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21 世纪后，户籍改革力度逐步增强。2000 年，国家正式取消了粮油迁徙证制度，粮食供应关系和户籍迁

移剥离。2001 年，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全国所有镇和县

级市市区取消“农转非指标”，不再实行计划指标管理。2007 年，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公安部宣布逐步取消

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这一举措实现了法律意义上的身份

平等。
2010 年以来，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

于稳妥推进户籍制度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规定以合法稳定就业和住所为核心，并参考社会保险参加情况

分类制定各大城市的落户标准。2014 年 7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指出

全面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就业为核心，并参考社会保险参加情况分类制定各大城市的落

户标准。可见，中央政府对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力度之大，连续两次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有效降低我国城

市落户门槛，并进一步满足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需求。
在此背景下，2015 年我国共有 17 个省份出台了户籍改革政策( 见表 1 ) ，从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来看，

各省份的户籍改革都强调全面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建立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并参照参加城镇

社会社会保险为核心的落户制度。但是，对于城区人口超过 300 万的城市，普遍设立了较高的参加社会保险

年限，稳定就业和稳定住所年限。由此可知，2015 年各省份出台的户籍改革制度都明确放宽了中小城市的

落户限制，而大城市的落户条件依旧较高。
2． 2 文献综述

关于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影响，已有较多探讨。比如，肖璐、徐益斌( 2017) 使用结构方

程模型对全国 1618 个农民工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改革及其宣传能够促进农民工落户城市。辜胜

阻、李睿、曹誉波( 2014) 指出，实施差别化落户和积分制户籍制度，将能够有效地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城镇。廖柳文、刘沛林( 2011) 对长沙县 160 名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则显示，尽管放宽了外来务工

人员进城落户的限制，但对外来务工人员进城落户缺乏系统全面的工作部署，使得外来务工人员进城落户的

意愿处于较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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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省户籍改革情况

文件名称 时间 主要内容

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2015．
07． 10

县级市市区有合法稳定住所的人员，可落户。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
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继续执行现行的购房等落户政策。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2015．
01． 21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大中专和职业院校毕业生、技术和技能人才等各
类人才在全省各类城镇落户不受稳定住所和稳定职业等限制。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
革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

2014．
11． 25

在城区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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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文件名称 时间 主要内容

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深化 户 籍 制 度 改 革 的 实 施
意见

2015．
01． 27

依法与用工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具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资格的技能型人员，可
在单位集体户或人才交流中心集体户落户。西宁市区以外的建制镇和小城市有合
法稳定住所的人员，可落户。西宁市区内有合法房产的; 或合法稳定就业达到一定
年限，有合法稳定住所，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
可落户。

注: 河南、河北、江西省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是在 2014 年 11 月 11 日及之后进行发布的，江苏省是在 2014 年 12 月 29 日发
布的，尽管其发布在 2014 年，但是基本是在 2014 年年末，并且，本文的两个阶段调查数据分别是在 2014 年 8 月和 2016 年 8 月
左右完成，因此，基本上可以将 17 个省份的户籍政策出台时间都视为 2015 年。

通常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假设是: 类似的微观个体具有类似的行为。因此，回归结果与回归函

数的设定有密切关系。由于落户偏好等不可观察因素，将必然导致回归结果有偏。那么，为了克服截面数据

回归方法的不足，并尽可能地控制个体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李竞博、高瑗、原新( 2018 ) 使用天津市 2012 年

和 2016 年两期面板数据，使用 logistic 模型分析了积分制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户口迁移意愿的影响。
结果发现，积分制户籍制度改革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户口迁移意愿。杨晓军( 2017) 使用中国 123 个城市 2000
－ 2014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了户籍制度改革吸引外来人口的效应，发现，全国层面实行

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管理制度能够有效吸引外来人口落户大城市; 此外，200 万人口以下大城市的户籍制度

改革更有利于促进外来人口落户城市; 并且，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对外来人口落户的吸引度从东向西呈现依

次增强的态势。
经验研究法无法规避估计结果内部和外部有效性问题。因此，要得到准确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流动

人口落户决策的影响效应。一种可行且有效的方法是，使用自然实验法基于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

落户决策产生的外生变化，来分析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影响效应。国内学者已开始使

用自然实验方法测算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流动的因果效应。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 2011) 利用 2003 －
2006 年在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这一自然实验对不同省份农村劳动力影响不同的自然实验，使用自然实验

中的双重差分法估算了户籍制度改革这一政策影响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反应。发现，很少有证据显示户籍

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显著影响。汪立华、谷玉良、任树正( 2015) 对湖北省黄冈市青年农民的调

查显示，青年农民对户籍改革的利好认可程度较低，多数青年农民担心落户城市后失去土地，落户意愿较低。
可见，国内学者使用自然实验方法测算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落户效应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其原因

是: ( 1) 全国范围的微观调查数据的收集和发布在最近几年才开始。( 2) 我国实质性且全面性的户籍制度改

革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实施的。
3 模型构建

由于各省户籍改革是各省自主进行的，流动人口无法影响该政策的具体实施，并且，也不能预先了解到

哪个省份会进行户籍改革而流动到该省份。此外，个体的落户行为也无法改变所在城市的户籍制度。因此，

各省的户籍改革是一种外生冲击，并自然地将我国不同省份的农村流动人口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是一种典

型的准自然实验( Stock ＆ Watson，2011) 。
一般情况下，基于两期面板数据，双重差分法可以构建出如下政策效应评估模型:

yit = αi + β1 × Treati + β2 × Postit + β3 × Treati × Postit + η × Xit + εit ( 1)

在本研究中，各省的户籍改革政策基本发生在 2015 年。结合到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2014 和 2016
的调查，基本是 2014 年 8 月和 2016 年 8 月左右完成，因此，14 年调查即为户籍改革前的观测结果，而 16 年

的调查则为户籍改革后的观测结果。即 POST 为政策虚拟变量( POST = 1，政策发生后; POST = 0，政策发生

前) ; TＲEAT 为分组虚拟变量 ( TＲEAT = 1，进行户改的样本; TＲEAT = 0，未进行户改的样本 ) 。交互项

TＲEAT × POST 就是实验组的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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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户改政策实验示意图

具体 上，结 合 到

户籍改革发生的时间

( 2015 年 ) 和 我 们 使

用的数据结构 ( 2014
和 2016 年) ，那么，我

们可以观察到样本的

落户意愿和地点的观

测值共有两期，户籍

改革发生前 ( 即 2014
年) 实验组和控制组

落户意愿和地点，户

籍改革发生后 ( 2016
年) 实验组和控制组

落户意愿和地点。此

外，本文的样本分为

两类，一类为实验组

( TＲEAT = 1 ) 即户籍

改革发生省份( 即 17
个省份) 的农村流动

人口; 另一类为控制住( TＲEAT = 0 ) 即户籍改革未发生省份的流动人口。图 1 直接展示了户籍改革对实

验组和控制组落户意愿和地点的影响机制。那么，政策效应( β) 就是我们需要计算得到的户籍改革对流

动人 口 落 意 愿 和 地 点 的 影 响。当 Xit 与 ε it 不 相 关 时，使 用 OLS 方 法 对 式 ( 1 ) 进 行 估 计 后 得 到 β3

β3 = Δ珔Ytreat － Δ珔Ycontrol = ( Ytreat，1 － Ytreat，－ 1 ) － ( Ycontrol，1 － Ycontrol，－ 1( )) 即为户籍改革政策的政策效应。需要指出

的是，对于落户意愿而言，政策发生前后实验组和控制组都会对该问题进行回答。但是，对于落户地点而

言，只有选择了愿意落户的个体才会做出落户地点的选择。因此，落户地点的实验组和控制组样本是小

于落户意愿的样本。然而，我们是针对都有落户意愿的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比较的。具体上，是使用有

落户意愿实验组政策发生前后的落户地点差值与有落户意愿控制组政策发生前后落户地点差值的比较

得到户籍改革对落户地点的政策效应。因此，其分析思路是一致的。即珔β3 ( 珔β3 = Δ珕Y treat － Δ珕Ycontrol = ( Ytreat，1

－ Ytreat，－ 1 ) － ( Ycontrol，1 － Ycontrol，－ 1 ) ) 为户籍改革对落户地点的政策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来研究 2015 年各省份户籍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影

响，并参考叶菁菁、吴燕、陈方豪等( 2017) 研究，我们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Hukouict = αic + β1 × Treatic + β2 × Postict + β3 × Treatic × Postict + η × Xict + λct × Thresholdct + εict

上式中，Hukouict表示处于城市 c 的个体 i 在时间 t 的落户决策。具体的落户决策指标分别为落户意

愿的哑变量( Hukou = 1，愿意落户城市; Hukou = 0，不愿意落户城市) 和落户地点的哑变量( Hukou_site = 1，

愿意落户到打工城市; Hukou_site = 0，愿意落户到家乡城市) 。实验组哑变量( TＲEAT) 、户籍制度改革后

( POST) 两个哑变量分别表示所观测个体在双重差分模型中的分组情况和户籍改革变化前后的时间变

量，二者的交互项即双重差分估计量( TＲEAT × POST) 前的系数度量了户籍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

策的影响。
由于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是不同的，比如，有的是从四川流出，有的是安徽流出。那么，流出地必然也会对

其落户意愿和地点产生影响。并且，还存在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也有可能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和地点产

生影响。鉴于此，一方面，我们使用进一步控制个体的固定效应，以减小遗漏变量产生估计偏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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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流动人口流出城市的级别①对流出地特征进行控制，从而，减少由于流出

地特征导致估计结果偏差。参考 Abadie ＆ Imbens( 2011) ; Heckman，Ichimura ＆ Todd( 1998) 的做法，在进行

双重差分分析之前，我们使用 PSM 方法，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匹配，确保我们不同类别的样本组具有共同

的特征，即二者具有可比性。从而尽可能减小像流出地不同带来的估计偏差。此外，α ic 为个体不可观测变

量，包含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比如能力、偏好等。Xict为一系列随时间变化且可能影响农村流动人口落

户决策的控制变量，包括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我们还加入了个体所在城市的户籍门槛指数来控制该城市

落户门槛对于个体落户决策的影响。εict为影响个体落户决策的随机误差。
4 数据及描述性分析

4．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样本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山大学 2014 年和 2016 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多
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样本覆盖了全国 25 个省 4 个直辖市( 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 ，

调查对象为样本家庭中的全部劳动力( 年龄 15 至 64 岁的家庭成员) ，能够代表全国劳动力。该调查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6 年的 8 月左右完成，为本文研究 2015 年 17 个省份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

实施意见》的影响提供了绝佳的时间窗口。该面板数据追踪记录了样本在 2014 年和 2016 年的人口和就业

特征、社会交往状况、迁移特征等变量。经过剔除一些数据缺失的观察样本，得到 2302 个样本。考虑到农村

流动人口流出地的不同，可能带来落户决策的选择偏差。
迁移特征等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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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方面，被调查者的家庭呈现小型化趋势明显。社会融入度方面，农村流动人口与本地( 社区) 居民的熟

悉程度和信任都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问卷代码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落户意愿 I6． 14． 3 1 愿意，0 不愿意 0． 20 0． 40 0 1

落户地点
I16． 16． 2 /
I16． 16． 3

1 家乡城市，0 工作城市 0． 27 0． 44 0 1

年龄 I1． 1 实际年龄 37． 60 12． 02 15 64
家庭规模 C1 家庭实际人口数 3． 07 1． 73 1 11
政治面貌 I1． 6 其他 2，中共党员 1，群众 0 0． 08 0． 35 0 2

文化程度 I2． 1 未上过学 0，小学 6，初中 9，高中
12，大中专 15，本科 16，研究生 19

9． 18 3． 58 0 19

农村养老保险 I1． 20． 4 是 1，否 0 0． 23 0． 42 0 1
外出务工次数 I4b． 5 实际值 5． 99 2． 35 1 20

健康水平 I9． 4． 1 非常健康 5，比较健康 4，一般 3，
比较不健康 2，非常不健康 1

3． 80 0． 88 1 5

幸福感 I7． 6． 1 非常幸福 5，比较幸福 4，一般 3，
幸福 2，非常不幸福 1

3． 48 0． 95 1 5

方言水平 I6． 13 完全掌握 5，掌握大部分 4，掌握部
分 3，掌握一点点 2，根本不会 1

3． 47 1． 59 1 5

熟悉程度 I6． 3 非常熟悉 5，比较熟悉 4，一般 3，
比较不熟悉 2，非常不熟悉 1

3． 07 1． 09 1 5

信任程度 I6． 4 非常信任 5，比较信任 4，一般 3，
比较不信任 2，非常不信任 1

3． 21 0． 89 1 5

互助程度 I6． 5 非常多 5，比较多 4，一般 3，比较
少 2，非常少 1

2． 65 1． 08 1 5

户籍门槛 — 测算值 0． 33 0． 13 0． 121 0． 755

流出城市级别 — 一线城市 3，二线城市 2，三线及以
下 1

2． 57 0． 71 1 3

注: 户籍门槛的测算值来自于张吉鹏、卢冲( 2019) 对中国 120 个地级市的落户门槛测算结果

5 实证结果

5． 1 户籍改革对落

户决策的影响

为了探讨户籍改

革对农村流动人口落

户决策的影响，本文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和双重差分法( DID)

对落户意愿和地点进

行 分 析。从 表 3 可

知，户籍改革对农村

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户

籍改革使得实验组相

对于控制组的落户意

愿提高了 3． 6%。在

其他影响因素方面，

外出务工次数、熟悉

程度、家庭规模等对

农村流动人口落户意

愿也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总体上，各省份

的户籍改革提高了农

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

的意愿。同时，外出务工经历越丰富，社会融合程度越高，越能有效地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这也间

接地证明，丰富的经历，开阔的视野，和谐的社会交往将共同作用于农村流动人口的落户决策。那么，在进行

户籍改革的同时，提高农村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居民的融合程度，加大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非经济收益

宣传( 比如，落户城市将更有利于开阔视野，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等) ，将更有可能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落户

城市。
接着，我们对户籍改革与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地点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由表 4 可知，户籍改革将提高

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家乡城市的概率。具体上，每一个单位的户籍改革将使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家乡城市的

概率提高 25． 4%。在其他影响因素方面，购买了农村社会保险的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家乡城市的概率更

大。而农村流动人口居住地城市的户籍门槛越高，其落户家乡城市的概率越低。总体上，户籍改革能够

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尤其是家乡城市。我们发现，外出务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存在较强的

感情。在我们对各城市( 比如: 成都、贵阳、昆明等) 的调研中发现一种普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较多的在

沿海打工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偏好于将打工收入用于在家乡县城购买房屋。并且，这种现象在新生代

农村外出务工人群中尤为突出。结合各省市户籍改革的内容来看，稳定住所是落户最为重要( 最难达到)

的条件之一。因此，在家乡购买房屋和恋乡情结的影响下，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家乡城市的可能性大大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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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户籍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

估计结果

变量 ( 1) ( 2) ( 3)

户籍改革 × 时间 0． 036 0． 035 0． 036*

( 0． 041) ( 0． 047) ( 0． 020)

年龄 － 0． 002＊＊ － 0． 002＊＊

( 0． 001) ( 0． 001)

家庭规模 0． 014＊＊ 0． 011＊＊

( 0． 006) ( 0． 005)

政治面貌 0． 025 0． 029
( 0． 028) ( 0． 027)

文化程度 － 0． 007＊＊ － 0． 006＊＊＊

( 0． 003) ( 0． 002)

农村养老保险 0． 011 0． 008
( 0． 024) ( 0． 022)

外出务工次数 0． 054＊＊ 0． 045*

( 0． 026) ( 0． 027)

健康水平 － 0． 036＊＊＊ － 0． 029＊＊＊

( 0． 011) ( 0． 009)

幸福感 － 0． 026＊＊＊ － 0． 025＊＊＊

( 0． 009) ( 0． 009)

方言水平 0． 008 0． 006
( 0． 007) ( 0． 007)

熟悉程度 0． 034＊＊＊ 0． 031＊＊＊

( 0． 009) ( 0． 008)

互助程度 － 0． 015 － 0． 016
( 0． 012) ( 0． 011)

信任程度 0． 004 － 0． 000
( 0． 010) ( 0． 008)

户籍门槛 0． 263＊＊ 0． 279＊＊＊

( 0． 103) ( 0． 090)

流出城市级别 0． 054＊＊＊ － 0． 005
( 0． 017) ( 0． 031)

地区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 205＊＊＊ 0． 219＊＊ 0． 262＊＊＊

( 0． 026) ( 0． 087) ( 0． 090)

样本量 2278 2278 2278
Ｒ2 0． 002 0． 046 0． 048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表 4 户籍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地点的

估计结果( 家乡 /工作城市)

变量 ( 1) ( 2) ( 3)

户籍改革 × 时间 － 0． 203* 0． 166 0． 254＊＊＊

( 0． 105) ( 0． 113) ( 0． 097)

年龄 － 0． 007＊＊＊ － 0． 007＊＊＊

( 0． 002) ( 0． 003)

家庭规模 － 0． 016 － 0． 013
( 0． 013) ( 0． 015)

政治面貌 0． 102 0． 109
( 0． 066) ( 0． 069)

文化程度 － 0． 009 － 0． 008*

( 0． 006) ( 0． 005)

农村社会保险 0． 113* 0． 124＊＊

( 0． 058) ( 0． 055)

外出务工次数 0． 008 0． 016
( 0． 078) ( 0． 073)

健康水平 0． 010 0． 025
( 0． 023) ( 0． 019)

幸福感 － 0． 020 － 0． 021
( 0． 018) ( 0． 030)

方言水平 － 0． 034＊＊ － 0． 033＊＊

( 0． 014) ( 0． 015)

熟悉程度 0． 023 0． 029
( 0． 024) ( 0． 024)

互助程度 － 0． 007 － 0． 007
( 0． 028) ( 0． 038)

信任程度 － 0． 026 － 0． 027
( 0． 019) ( 0． 025)

户籍门槛 － 0． 478＊＊＊ － 0． 783＊＊＊

( 0． 166) ( 0． 214)

流出城市级别 0． 057 0． 001
( 0． 042) ( 0． 094)

地区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 590＊＊＊ 0． 930＊＊＊ 1． 058＊＊＊

( 0． 079) ( 0． 235) ( 0． 343)

样本量 447 447 447
Ｒ2 0． 016 0． 099 0． 136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5． 2 异质性分析

落户意愿在区域上差异显著。Zhu． Y( 2007) 在 2002 年对厦门、漳州、晋江等 5 个城市的调查发现，只有

20． 6% 的农村流动人口愿意落户城市。吴文恒等( 2015) 在 2014 年对厦门和泉州市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

仅有 24% 的农民工愿意落户城市; 刘盛和等( 2007) 对珠江三角洲 9 个城市农民工的调查也发现，有 36． 62%
愿意落户城市。Zhou，J． ( 2018) 对重庆的调查则显示，42． 26% 的流动人口愿意永久落户城市。可见，不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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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前文我们将所有农村流动人口所在的城市视为完全相同。这一

部分我们将引入城市异质性，基于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按市区常住人口 300
万为标准，将农村流动人口居住的城市分为大城市( 300 万及以上) 和中小城市( 300 万以下) 进行研究( 张吉

鹏、卢冲，2019) 。测算不同类型城市户籍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影响差异。由表 5 可知，相较于居

住城市为中小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而言，户籍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居住城市为大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

市的意愿，然而，户籍改革将促使其选择落户在家乡城市。

表 5 户籍改革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估计结果( 分城市类型)

变量
大城市

落户意愿
( 1)

中小城市
落户意愿

( 2)

大城市
落户地点

( 3)

中小城市
落户地点

( 4)

户籍改革 × 时间 0． 054* 0． 062 0． 198* 0． 326
( 0． 030) ( 0． 063) ( 0． 105) ( 0． 271)

年龄 － 0． 002 － 0． 002 － 0． 004＊＊ － 0． 009*

( 0． 001) ( 0． 001) ( 0． 002) ( 0． 005)

家庭规模 0． 013 0． 012 － 0． 018 0． 004
( 0． 010) ( 0． 008) ( 0． 012) ( 0． 026)

政治面貌 0． 029 0． 025 0． 147＊＊ － 0． 002
( 0． 039) ( 0． 041) ( 0． 073) ( 0． 125)

文化程度 － 0． 003 － 0． 013＊＊＊ 0． 005 0． 000
( 0． 004) ( 0． 005) ( 0． 007) ( 0． 014)

农村养老保险 0． 036 － 0． 027 0． 007 0． 388＊＊

( 0． 030) ( 0． 027) ( 0． 046) ( 0． 154)

外出务工次数 0． 068* 0． 088＊＊ － 0． 023 0． 022
( 0． 040) ( 0． 042) ( 0． 085) ( 0． 152)

健康水平 － 0． 046＊＊＊ － 0． 014 0． 011 0． 013
( 0． 015) ( 0． 015) ( 0． 030) ( 0． 039)

幸福感 － 0． 006 － 0． 046＊＊＊ － 0． 043 0． 090＊＊

( 0． 012) ( 0． 012) ( 0． 030) ( 0． 035)

方言水平 0． 017* － 0． 000 － 0． 040＊＊ － 0． 048
( 0． 009) ( 0． 011) ( 0． 016) ( 0． 039)

熟悉程度 0． 044＊＊＊ 0． 017 0． 024 0． 014
( 0． 014) ( 0． 014) ( 0． 030) ( 0． 028)

互助程度 － 0． 029 － 0． 002 0． 010 － 0． 065
( 0． 021) ( 0． 020) ( 0． 035) ( 0． 066)

信任程度 － 0． 024* 0． 033＊＊ － 0． 022 － 0． 095＊＊＊

( 0． 014) ( 0． 015) ( 0． 024) ( 0． 034)

户籍门槛 0． 076 1． 046＊＊＊ 0． 399 0． 162
( 0． 146) ( 0． 342) ( 0． 244) ( 0． 676)

流出城市级别 0． 032 － 0． 110* － 0． 003 0． 037
( 0． 060) ( 0． 061) ( 0． 053) ( 0． 116)

地区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 167 0． 166 0． 644* 0． 794*

( 0． 143) ( 0． 128) ( 0． 330) ( 0． 451)

样本数 1370 908 282 165
Ｒ2 0． 074 0． 094 0． 189 0． 270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
性水平。

5． 3 稳健性检验

安慰剂检验的思想是，选取政策

实施前后受到政策影响程度相同的组

别，随机定义其中一半的样本为“伪

实验组”，另一半为“伪控制组”，再使

用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不

显著，则说明两个组别之间不存在不

同的时间趋势，即研究结果稳健。
实证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是某个

省份是否颁布了户籍改革政策。因

此，在颁布和未颁布户籍改革政策的

省份，流动人口可能会随着时间的变

化做出不同趋势的落户决策。即户籍

改革省份的农村流动人口随着时间的

变化落户意愿提高 ( 或降低) 可能高

于( 或低于) 未进行户籍改革的省份。
因此，我们以市区常住人口是否达到

300 万为标准，将未进行户籍改革的

省份 分 为 2 组，随 机 选 取 一 组 作 为

“伪 实 验 组”，另 一 组 作 为“伪 控 制

组”。如表 6 所示，可以看出，“伪实

验组”与“政策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系数不显著。说明不同类型省份农村

流动人口的落户决策的时间趋势可能

是非常接近的。因此，本文使用双重

差分法估计的结果稳健。
5． 4 落户决策机制分析

前文证实了户籍改革的确会对农

村流动人口的落户决策产生正向作

用。那么，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

作用机制是如何呢? 农村流动人口落

户城市的核心是实现生活方式、价值

观念、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转变，而这

一转变的核心便是社会融入，即农村

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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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落户意愿 落户地点

( 1) ( 2)

Treat × Post 0． 043 0． 221
( 0． 048) ( 0． 150)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0． 139 0． 856＊＊＊

( 0． 106) ( 0． 281)

样本量 275 156
Ｒ － sqared 0． 065 0． 141

注: 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其他控制变量为年龄、文化程度等，
Treat × Post 表示采用随机分配法构造的“伪处理组”和时间虚拟变量
的交互项。

当地居民的交流中逐渐实现对城市生活方

式的认同和融合。参考 ( 孙学涛、李旭、戚

迪明，2016; 张鹏、郝宇彪、陈卫民，2014; 季

文、张龙，2012) 等人的研究，本文使用熟悉

程度、信任程度和互助程度三个变量作为社

会融入度的替代变量。其中，熟悉程度来源

于问卷调查中的问题: 您和本社区的邻里、
街坊及其他居民之间的熟悉程度是怎样的?

信任程度来源于问卷调查中的问题: 您对本

社区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信任吗? 互助

程度来源于问卷调查中的问题: 您与本社区

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吗? 本

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农村流动人口社

会融入度与落户意愿、落户地点的影响来检验社会融入度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作用机制，即社会融入

度通过落户意愿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的落户地点。

表 7 因子载荷表和结构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因素
标准化因子

载荷
Crobach’s

α 值
KMO 检验值

Bartlett 球形
检验

社会融入度 熟悉程度 0． 853 0． 657 0． 609 1268． 454＊＊＊

互助程度 0． 591
信任程度 0． 847

个体特征 年龄 0． 650 0． 605 0． 620 993． 787＊＊＊

文化程度 0． 700
健康水平 0． 527
政治面貌 0． 775
养老保险 0． 541
外出务工次数 0． 599
方言水平 0． 689

其他特征 幸福感 0． 661 0． 648 0． 598 505． 600＊＊

家庭规模 0． 776
户籍门槛 0． 929
流出城市级别 0． 910

注: ＊＊、＊＊＊分别表示 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首先，我们使用 Crobach’sα
值检验各潜变量的 内 部 一 致

性。结果显示，Crobach’sα 值

都高于 0． 5，说明潜变量的内

部一致性较好、调查数据可信

度较高。接着，我们使用 KMO
和 Bartlett 检 验 数 据 的 效 度。
结果 显 示，各 潜 变 量 的 KMO
检验值在 0． 598 － 0． 620，Bart-
lett 球形检验值在 1% 水平上

显著，说明本文所用数据非常

适合因子分析，即本文数据的

效度比较高 ( 见表 7 ) ，为探讨

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作用

机制奠定了基础。
其次，依据结构方程模型

的原理，利用 AMOS23． 0 软件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使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选取绝对适配度指数、增
值适配度指数和简约适配度指数的拟合指数对估计模型的拟合度进行评价，并结合修正指标进行修正。模

型的整体适配度卡方值为 84． 28，卡方自由度比( CMIN /DF) 为 2． 341，拒绝虚无假设。此外，从 NFI、CFI 等

指标的值来看，也通过了检验。总体上，本文构建的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优度较好

( 见表 8) 。
最后，我们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由表 9 可知，农村流动

人口的落户意愿对落户地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社会融入度对农村流动人口的落户地点既存在显著的正

向直接效应，又存在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同时，农村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和其他特征变量对其落户意愿都

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从城市的级别来看，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对落户

地点的正向直接效应更大。这说明，来自大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更偏好将自己的户口落到家乡城市。而在

·95·



人口与发展 2020 年 第 5 期

间接效应方面，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异较小。由此可知，农村流动人口的落户决策机制在大城市和中小城

市中都存在，虽然没有呈现出显著差异，但是对大城市中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度进行提高后，会更加提

高其落户城市的意愿。

表 8 模型拟合度

指标类型 指标 计算值 标准 拟合结果

绝对适配度指数 CMIN /df 2． 341 ＜ 3 非常好

ＲMSEA 0． 024 ＜ 0． 05 非常好

增值适配度指数 NFI 0． 955 ＞ 0． 9 非常好

CFI 0． 973 ＞ 0． 9 非常好

IFI 0． 974 ＞ 0． 9 非常好

简约适配度指数 PNFI 0． 625 ＞ 0． 5 比较好

PCFI 0． 637 ＞ 0． 5 比较好

样本数 N 2278

表 9 落户决策机制分析

城市类型 路径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落户意愿→落户地点 0． 842＊＊＊ 0 0． 842＊＊＊

社会融入度→落户地点 0． 101* 0． 039＊＊ 0． 140＊＊＊

全部城市 社会融入度→落户意愿 0． 047* 0 0． 047*

个体特征→落户意愿 0． 158* 0 0． 158*

其他特征→落户意愿 0． 084* 0 0． 084*

落户意愿→落户地点 0． 886＊＊＊ 0 0． 886＊＊＊

社会融入度→落户地点 0． 107＊＊ 0． 036＊＊ 0． 143＊＊＊

大城市 社会融入度→落户意愿 0． 041＊＊＊ 0 0． 041＊＊＊

个体特征→落户意愿 0． 356＊＊ 0 0． 356＊＊

其他特征→落户意愿 0． 002* 0 0． 002*

落户意愿→落户地点 0． 660＊＊＊ 0 0． 660＊＊＊

社会融入度→落户地点 0． 129＊＊＊ 0． 040＊＊＊ 0． 169＊＊＊

中小城市 社会融入度→落户意愿 0． 059＊＊ 0 0． 059＊＊

个体特征→落户意愿 0． 691＊＊ 0 0． 691＊＊

其他特征→落户意愿 0． 192＊＊ 0 0． 192＊＊

注: * 、* 、＊＊＊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6 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2014 和 2016 的面板数据，利用 PSM +
DID 实证估计了 2015 年户籍改革对我

国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决策的影响，进一

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流动人口

落户决策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发

现，各省份 2015 年进行的户籍改革能

够有效提高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

意愿，并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家乡城

市。为了排除不同城市的不可比性，我

们进一步依据个体所在城市的市区常

住人口，将样本分为大城市样本和中小

城市样本。发现，户籍改革更易提高大

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意愿，

并更易促进其落户到家乡城市。社会

融入度能够显著提高农村流动人口落

户城市的意愿，最终，促进农村流动人

口落户城市。社会融入度的作用机制，

普遍存在于不同类型城市，与中小城市

相比，大城市的作用机制影响略微突出。
本文的发现对我国户籍改革的设

计具有参考价值。为了提升我国户籍

人口城市化率，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以下

方面。第一，降低我国各省份、各城市

的落户门槛，进一步放宽城市落户的各

种限制，破除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各类“隐形墙”。具体而言，进一步降低对社会保险购买年限的要求、
学历要求和年龄要求等，扩大对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固定住所类型的范围要求; 第二，积极提高农村流动人口

的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在农村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可以加强对农

村流动人口的技能培训。各地方政府可以依据自身财力，提高对农村流动人口购买社会保险的财政补贴，提

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 第三，加强对户籍改革的宣传力度，并提高农村流动人口对落户城市

的非经济效益的认知。此外，通过各类社区活动，为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交流提供窗口，增强外来人口与本

地居民的融合程度，发挥落户意愿和社会融入度对农村流动人口落户城市的正向作用; 同时，还应加快公共

服务均等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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